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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以载道”是中国造物艺术“载道”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意义与“文以载 

道”“文以明道”一样，所不同的是“载体”的区别。中华图案纹饰与造物艺术共为一体 ，独 

特地承载了中同传统文化。从庙底沟彩陶盆上出现图案伊始，中华造物艺术就与图案融 

为一体。玉器、彩陶、青铜器、瓦当、漆器、建筑构件等造物艺术，无不包含了图案，同时，图 

案纹饰本身的独立意义也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表现形 

态，因而我们也可以说 ：⋯ 纹’以载道”。 

[关键词]“纹”以载道；中国古典图案；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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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说“文以明道”，周敦颐说“文以载道”。无论是“明道”还是“载道”，说的是“文”与“道”的 

关系，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道”的看重，“文”是载体而已。庄子“庖丁解牛”的核心思想就是 

“技进乎道”。庖丁正是有了这种巧夺天_【二的“技”，才有了“近乎道”的基础。中国传统意识和文化 

观念中，“言⋯‘象”都被认为是“器”，是“载体”。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是也。中国是图案文 

化大国，传统造物器的“技”与“器”合一，无论是造物本身还是器物上的图案都是“技”“器”合一。 

这种“合一”常常被称为“巧夺天工”。中国传统造物艺术与图案完美的统合以及图案本身的独立样 

式，不仅体现了巧夺天工的绝妙技艺与工匠文化，也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换句话说 ，载 

道的不仅是“文”或“物”，“图案”同样可以载道，即造物艺术和图案是有文化内容的。这里我们也不 

难看出，图案往往是造物艺术的一部分，如青铜器、瓦当、铜镜、漆器乃至建筑构件上的图案，同时图 

案也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一般而言，图案的文化含义与造物艺术有关，当然也有独立文化含义的图 

案形态 

一

、文化观念决定图案样式 

庙底沟出土的彩陶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造物器，其中彩陶上的图案被图案学家雷圭元认为是中 

国最早的图案纹饰 ，它们基本具备了图案化的特征。略早于庙底沟的河姆渡}fJ土的几件值得我们 

关注的绘有“图像”的器物，比较有名的是象牙雕刻“双鸟朝阳”和一件刻绘有“野猪”和“稻禾”的陶 

钵(图 1)。这几件器物上的“图像”不完全是“图案”的性质，并没有图案化，但可能是图案化的“原 

型”。我们认为“野猪”“稻禾”尽管是远古人对能够满足生存“食物”的一种表达，但它蕴含着深层的 

文化内涵，“野猪”图像可能与“稀韦”神话有关联。《庄子 ·大宗师》说“道”时，言“夫道，有情有信， 

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 自根 ．．．⋯·稀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 

母。” j刘文典注“稀韦氏”，文字以前远古帝王号也。陆思贤认为“这位稀韦氏，与神话中的‘封稀’ 

有密切关系，是现实生活中的猪。”l3 这就能够说得通河姆渡陶钵为何出现“猪纹”图样 ，而且大汶口 

出土有“猪形陶罐”并图绘有“稀韦”神像，金文中也出现了“ 韦”神像，“稀韦氏”这一观念也可以 

解释红山文化出现的“玉猪龙”；“双鸟朝阳”的含义可能更有“隐喻”的性质，或者说隐含比较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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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对于“双鸟朝阳”至少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双鸟朝阳”，按《山海经》的说法就是“玄 

鸟负阳”，从图形上看这种说法也可以成立。第二种认为是双鸟孵蛋，由此衍生第三种说法，认为有 

生殖崇拜的含义。河姆渡出土器物上的“图像”或“图形”的表达方式，采用的是“具象”的形式，可以 

说是远古人的“写实”方式，试图表现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对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双鸟朝 

阳”的图形，把它看成是“孵蛋”的说法也可成立，由此可以推断河姆渡人开始了“驯养”的活动，水稻 

的大面积种植也旁证了“驯养”这一项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表现的 

图案形式是“四鸟负 日”，所以“双鸟朝阳”也可能有“负日”的含义。“双鸟朝阳”从而产生了多种含 

义。同时还应该注意它是一件配饰，能够佩戴这个配饰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应该是氏族的族长或巫 

师一类人。到底是哪一种文化含义决定了“双鸟朝阳”的图像(图案)形态，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至少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图像(图案)的形态由它的文化内涵所决定。 

而庙底沟出土的彩陶上的“图案”并非“具象”或“写实”，明显地显示了“图案化”的特征，苏秉 

琦认为这些图案属于庙底沟后期文化形态_4 J。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已经讲到了“图案”形成的重要 

标志就是从“具象”的图像走向“抽象”的图案化，庙底沟彩陶器上的图案纹样正是图案化的结果。 

有专家考证庙底沟彩陶花纹图案为“华胥履迹生伏羲”的花神图腾神话，认为“华胥应是华族先祖的 

花神名”，庙底沟彩陶的玫瑰花和菊花正是华族的图腾 。花纹图案在庙底沟彩陶上的运用，不但体 

现华族图腾的文化含义，而且也体现了图像向图案转化的抽象化的结果，这种结果证明了远古人具 

有了较高的审美意识，即彩陶这种用器上的图案具有装饰的品质。也就是说，图像演变为图案后，远 

古人类的审美意识才得以自觉地表达出来 ，我们看到文化内涵与审美对图案形成的影响是决定性 

的。当然，非图案化的“图像”未必是用来审美的装饰性“图案”，这类非装饰性的图案一般不是 日常 

彩陶用器，而可能是其他器物如丧葬用器。同属仰韶文化的半坡出土的彩陶盆器物上的图像 (图 

案)，其内涵也比较复杂。半坡彩陶盆不是一般的Et常用器，而是用于丧葬瓮棺上的陶盆盖。瓮棺盆 

上有空孔，考古学家认为是灵魂的出入口。尤其是彩陶盆上绘有的“人面鱼身”(亦有称“人面鱼 

纹”)图形，我们认为很难称为“装饰”性的图案，它该是原始聚落族群的标志或图腾，也可能含有某 

种准宗教的意义，还可能是配合丧葬形式雏形的体现图像形式。当然，它们是后来装饰性图案的原 

型，半坡彩陶盆上的其他图案纹样也证明这个问题。如鱼类图像以及由鱼类演变为“半写实”状态直 

至图案化的那些鱼纹几何纹饰即是如此。不过这类图案多在 日常器物品上，如果我们要追问那些图 

案化的几何纹样文化含义，必然要追溯到图案原型“鱼”的图像上来才能阐释得通。 

出土于红山文化祭坛的器物以及围绕祭坛周围积石冢出土的玉器，尤其是玉猪龙值得我们注 

意。“牛梁河女神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为整个祭坛遗址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庙与冢坛的结 

合”【5]，由于出土的位置非常特殊，它们不属于一般墓葬性质的陪葬品，而是属于祭坛区域的器物品， 

因此与某种宗教仪式有关。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玉鸟、玉龙或玉猪龙等，我们可以看成是“立体图案” 

的雏形 ，它们不同于稍后湖北天门石家河出土陶器中的鸡、鸭、猪等饲养动物的“立体图案”，红山文 

化出土的玉鸟、玉龙或玉猪龙具有宗教含义。玉猪龙就与前面我们提到的“稀韦”神像有关，稀为豕， 

豕为猪，庄子说“稀韦氏得之(道)，以挈天地”，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应该是稀韦神像的呈现。同样，出 

土安徽凌家滩 8000年前的猪龙版(图 2)，也应该是稀韦神像。这就是说远古出土的“猪”的图像(图 

案)包括平面图案和立体图案都与远古神话有关，未必能用驯养的概念来阐释。 

新石器时代的造物器，几乎伴随实用器物与礼器同时出现，图案也或多或少涂绘在器物上。如 

半坡出土的彩陶等器物与图案，就显示了器物与图案的实用、宗教、族徽和装饰诸方面的功能与特 

征。如果我们把新石器彩陶描绘的与生存相关的动物、植物等“图像”(图案)看作是“实用”性质的 

纹样(如河姆渡出土的陶器纹样)，把一些图案化的纹饰看作是“审美”性质的图案，那么我们可以把 

另一些无法用这两种性质解释的图像看作是“宗教”性质族徽的图形。从图案出现的性质或文化特 

征上看，图案的实用功能与宗教功能要早于审美功能。这里就涉及一个图案功能的转化或变迁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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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姆渡出土的陶钵 图2 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猪龙版 

题，即从“实Hj”一“宗教”(族徽)一“装饰”。“实用”与狩猎 、捕鱼、农耕等生产方式有关；“宗教”(族 

徽)与原始聚落的原始信仰、 缘族群有关；“装饰”是远古人类视觉愉悦作用于造物器上的罔形向 

图案化转移的结果。 

“引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 这种事鬼神的情 

况延续至商代，故青铜礼器多 青铜器的形制应该说是最早仿造陶器用具开始的，初始阶段还 示 

了一定的用器功能特 ，且作为用器的青铜器的图案也相对较少，但是随着青铜器往礼器功能方向 

转变，其器物上图案功能与青铜器功能的转变方向基本一致。譬如象征权力与地位的青铜器或象征 

宗教神力性质的青铜器，其图案的性质也是随着象征权力或宗教神力方面转移，既体现了神权的社 

会化功能性质，又体现 了图案化的装饰功能性质。青铜器上的纹饰基本上是罔案化的结果，它最 

著的特征就足“兽纹”被广泛运用。由于这个兽纹之“兽”现实中无法找到对应的动物，被学者f『J称 

为“饕餮”，青铜器上的无可名状的兽纹通常被认为是饕餮纹。当然饕餮纹最早并不是 现在青铜器 

上的，在良渚文化中H{土的 器上就有饕餮纹．但不是一般玉器都有饕餮兽纹，而是m现在玉琮上 

(图3)。玉琮属于礼器，刻上饕餮纹有其特殊的功能，占有它的人享受特殊的礼遇。《周礼 ·考-FSE 
· 玉人》释云：“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 郑玄补注《周礼》云：“琮，八方象地。” 玉琮的功 

能如《周礼》所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玉琮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器可能是巫师通天地的一 

种法器，具有明显的原始巫术性质。玉琮内网外方中空的型制以及外部琢刻“饕餮纹”冈案．是辅助 

巫师用以沟通天地的法器，因此考古学家认为玉琮也是祭器 “饕餮纹”转移到青铜器上在商周 

最突}I{。《左传》成公 卜 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戍。”商周的青铜器基本上就是用来满足“祀”(祭 

祀一礼乐器)与“戎”(战争一兵器)，就是说中国商周青铜器主要用于“冈之大事”。除了用于战争的 

青铜兵器外，我们看到的大鼎之类的青铜器并刻绘有兽纹(饕餮纹)等其他图案纹饰，基本上是作为 

祭器的。“将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祭器，亦即巫术之法器时，它在祭仪中便是协助巫师沟通天地的T 

具之一，它上面的纹饰也与沟通天地的功能相适应?⋯⋯巫师沟通天地有特别的动物作为助手；在 

frri韶文化中已知巫师借助动物有龙、虎和鹿；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所表现的动物种类要多得多，主要 

的有龙、虎、鹿、牛 、羊、犀、象和各种鸟类，尤以枭鸟最常见。有的动物‘冈袭化’而成罔案，看不ffJ是 

什么动物，一般称为饕餮、肥遗、夔文等 ” 。有的青铜器在“兽纹”(“饕餮纹”)周同还配有雷云纹之 

类的图案纹饰，以 示具有天地之神力，当然，雷纹也可能与霄神神话有关，这需要进一步探讨。前 

面我们提到红山文化的玉鸟，还有良渚文化的鸟图案， VW,fz']与“太阳神鸟”含义有关，其功能就是协助 

巫师沟通天地 、其他动物的图案如“四羊方尊”青铜器以及鹿、牛犀等动物青铜器，应该是远卉巫师 

祭祀时的“牺牲”一类动物 作为礼乐器、祭器的青铜器本身就是用于“国之大事”的， 此青铜器的 

图案纹饰含义与青铜器的功能必须相适应。 

秦代石碑地“碣石宫”遗址 土有夔纹大瓦当(图4)。夔纹瓦当的m现，表明了图案纹样延续前 

代的发展与演变。瓦当的图案纹饰在汉代更为丰富，成为图案的重要形式。仅从瓦当的图案纹饰鼎 

盛状况来看， 案的内容和含义已经悄然发生了变迁。随着青铜器悄然退m“历史”舞台，象征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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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饕餮纹”也随之逐渐退ff1祭祀的舞台，以祭祀为重要内容的图案纹样如“兽纹”(“饕餮纹”)被边 

缘化了，图案逐渐走向以审美为主体以及瓦当的图案样式范围扩大，显示了瓦当图案母题与主题多 

样化。“一般鸟兽花纹发展至战国时期，大体上有个别形象的反映，渐进而至群体的描写；由以鸟兽 

动物为题材的渐以人物生活为主题了。”L 这样就出现了叙事性的主题图案纹饰。狩猎、舞蹈、战争 

等主题叙事的图案纹饰从青铜器一直到汉画像石并又延伸了其他主题图案纹饰的发展，使图案纹饰 

的主题南宗教崇拜转移到多方而的生活主题中，这是图案纹饰主题变迁的结果。主题的演变或变 

迁，影响到造物器上 案纹饰的形式结构变化，影响到图案纹饰主题叙事的变化，主题发生变化，也 

使一些装饰性的主题题材向绘画方向发展，如汉画像石。 

图3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 图4 秦代“碣石宫”出土的夔纹大瓦当 

主体性与主题性的图案纹饰变化，在汉画像石、瓦当、漆器以及青铜镜等方面的图案中更为明 

显，以后的历史发展演变中，罔案的审美功能越来越显示了较高的主体地位，但图案纹饰的文化内涵 

依然隐匿在其中，即图案的文化意义与审美功能并行不悖 ，这也就是我们一贯认为的中国图案是有 

文化内涵的。当然， 案的这种变化与造物器的功能变化是相适应的。 

东汉以来中国与西域的交流频繁并日益加深，促进了中国与外来文 

化的交流。在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中，中国图案纹饰也有所反映与表现。 

南京地区H{土的建筑构件——瓦当，其中的图案纹饰不仅有莲花纹，更有 

西域人物形象的图案纹饰。这些图案表明了古代中国南北朝时期与西域 

文化交流的情况。南京地区m土的瓦当多为东晋时期的建筑构件，巾西 

文化交流决定了瓦当上的 案纹饰呈现为莲花纹饰以及西域人物形象的 

图案纹饰。贺云翱在《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一书专门对六朝时期的瓦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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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图案大国，图案无处不在，无奇不有。如方胜图案原型来自于西王母，一旦“胜”的形态形 

成文化观念，它必然影响到造物器的形态或样式。方胜纹饰作为图案运用，到了明清更为普遍，家 

具、漆器、瓷器奁盒、建筑构件等都有方胜的图案纹饰，它们或是平面图案或是立体图案。明清时期 

流行的各种“方胜”造型的用器，证明传统文化观念决定了造型的器型与型制。传统文化决定了图案 

纹饰的形态或型制，反之，图案纹饰又承载了传统文化形态，二者是互为的关系。下面我们探讨图案 

纹饰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二、图案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与交流 

如上所述，图案是由文化决定的，实际上也就说明了图案不仅仅是通常理解的装饰那么简单，文 

化决定图案形态，反过来图案又承载了文化的内容，由此显现了图案的文化内涵——“‘纹 ’以载 

道”。也就是说中国图案是有文化含义的，不是无文化含义的纹样。我们依然以上面所列举的造物 

器和图案的案例来探讨图案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最值得一提的是庙底沟图案纹样。考古学家苏秉琦说：“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分布中心是在华L【J 

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 

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 

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 

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 从现存庙底沟发掘出来的彩陶 

图案纹样看，其大抵像苏秉琦先生说的分为两类 ：“第一种，类似由蔷薇科的覆瓦状花冠 、蕾、叶、茎蔓 

结合成图；第二种，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自然，它们是一种高度概括的T艺美术 

图案，不能同写生画相比。” 远古人用不同的植物纹样涂绘在彩陶器物上，必然表达了与植物相关 

的信息。蔷薇花系和菊花系构成了庙底沟彩陶图案的主要纹饰，显示了花卉是庙底沟为华族的重要 

信息，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华族的族徽是月季花和菊花，庙底 

沟彩陶图案纹饰承载了中华民族这一称谓的文化信息 J。“仰韶文化庙底沟的北上，红山文化更多 

地吸收了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等先进文化因素，并融合到自身文化中去，”～ 苏秉琦进一步分析，“因 

此，红山文化早期的彩陶中，经常可见庙底沟文化有关的花纹，但绝非庙底沟式彩陶的再现，而足表 

现为与红山文化固有纹饰融合后的一种新的彩陶面貌。”_1 但从图案的花纹上讲，庙底沟彩陶 案 

华族的含义应该辐射到红山文化中去了，可以看成是华族“遗传密码”。 

提到红山文化，前面我们说到了红山文化的神鸟——玉鸟，尽管在今天看来玉鸟一件造物玉器， 

但它在远古不是一件普通的玉器，而是有宗教神性含义的神器。红山文化玉鸟这种神器的性质，自 

然使我们把《国语 ·楚语》中的“绝地天通”联系在一起。 

在古人看来，鸟是能够直接通天的神鸟，它可以把巫师与天的信息相互传递，即帮助巫师与天对 

话。红山文化玉鸟出土于祭坛或祭坛周围大墓群，这种状况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墓室出土的物件， 

玉鸟也应是祭祀时使用的法器或神器，具有通天地的功能，是巫师沟通天地的神器，其功能与玉琮一 

样都是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神器。 

笔者曾在《神器 、礼器与艺术——红山文化“玉鸟”的图像学与艺术学研究》一文中谈到：“红山 

文化的鸟，目前来看则是独立的玉鸟图像。但从整个东夷遗址出土的鸟与太阳的关系，以及文献和 

神话的鸟与太阳的关系看，鸟与太阳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而不是可以各 自分离的要素。因此，红山文 

化中的‘玉鸟’，不是孤立的‘鸟’，而是与‘太阳’有关的‘鸟’。因此可以认定为，红山文化的‘鸟’就 

是‘太阳神鸟’。这些考证说明了红山文化的‘玉鸟’是作为某种信仰而存在的。”̈ 从出土的器物 

与器物上的图案分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用功能在先；另一种是实用与宗教仪式功能并存。从常 

理上看，远古人类造物器的实用功能应该是最早。但是，造物器上绘有图像或图案纹样可能就不是 

“实用”功能完全能够阐释的，因为图案本身不是“实用”的，它是造物器上的附加功能。这个“附加” 

功能一般有三种性质：一是族徽或血缘族类的性质；二是有关神性与宗教的性质 ；三是用来装饰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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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即我们现住的说法是市荚的性质 前 我{rlN：_r 琮和青铜器 f 的“髅餮纹”， 种意义上 

“饕餮纹”决定 r造物器的 制，它必然足在礼器、法器或种器中出现，或 说，造物器的 制承载 r 

与“饕餮纹” 案相一敛的特殊文化含义 刻有饕餮纹的玉琮干̈青铜器鄙属于礼器、法器或种器一·类 

的造物器，《周礼》说一{i琮的性质是“黄琮礼地” 、目前发现最大的玉琮足良渚义化flI土刻l彳『饕餮纹 

饰的 {i琮，!n1此大的体{|}绝／f 是一般性质的玉琮，它 0ili祭~EH,t所用的法 。饕餮纹的功能 与 琮 

作为法 或祭祀的功能址一致的． 此 饕餐纹转移到肯锏器上，其功能也同样转换到 f 钔器 L，与 

祭器所拥何同样的祭他功能 当然，} 锏器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牛义力的象征 这种十义力并非 一 

定 j今天所说的“政治”权 等 ，它 j 师的权力融合 一·起，当然也象 了统治地位的政治含义， 

还 J，祭祀的神 十义 ， 前引《田讲 ·楚语》所说“如是则明神降之． 男日觋，在女  ̈ ”。所 

以  ̂,li阶 足 个特殊的阶层，地化极高，有时具有统治地化的特殊权 。《“氏春秋 ·圯ijl》：“J吉j 

鼎菩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I1 ，害及 呀，以 报更也 、”《H氏春秋 ·恃科览》亦云：“ ¨之北，鹰 

集所 ，须窥之国，篓餐、穷奇之地，⋯⋯此四方之无君符电，其民糜鹿禽 ”《左传 ·义公 I‘八年》： 

“缙 氏柯不才子，贪丁饮食，胃于货 ，侵欲崇侈， 町靛 ，聚敛积实，小 纪檄 不分孤寡，／f 恤 

穷 _犬 卜之民，以比 ：．iXI，消之饕餮 、”杜颅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这种阐释说叫犍餮心该是 

用来 慑普通人的，隐II俞或象征-J，特殊的权力，实际就是统治人的权力符号， 非具有一乖I，所 的 

“狞 荚” 青铜器 f：的饕餮纹从玉琮 f二的镗餮纹转移过来后，器物的功能当然也发生 r一一定的变 

化，这利1变化由祭天地的功能向地位 卡义力的功能靠近，即青铜器型制 Ij镶餮纹体现的址趟越人的 

本质力畦的祭祀、神力或权力的统治义化 菏铜器饕餮纹周 装饰云甫纹等，天于“雷纹”也If『能 

“华{_亍腔迹生伏羲”的神活仃父联 ．神话 t “甫神”是伏哉的父亲  ̈，青钏器 III饕餮纹周 1的“甫纹” 

叮能包含了这层神活的含义，我仃J认为钉两种可能，一足从配合饕餮纹 LJ青铜器的功能们 号虑，二 

是从装饰的角度考虑l{IJ 案化特征． 

我们l_1J列六朝时 的瓦当 案， 考察一下瓦 j卜的 案承载一1t外义化交流的史实 ．如 所 

述，六朗时期的瓦当 案 富多样，大致『』]纳起来有“ 纹瓦当”“人面纹瓦 1”“兽 纹轧 {”和“莲 

花纹几 l，I1【)q类。这 1上的 案纹佯，尼其是“莲1}芑纹瓦当”和“人 纹瓦 ”既反映 J，装饰的罔 

案化的性质特征，义反映 J 东晋时期ff1外义化交流的结果 、东晋时期，『}】闫 西域的交 ，随着寺庙 

的建设，建筑瓦当上的f冬I案也发牛 J_变化 具有“佛斟净土”含义的“莲花纹瓦 由此便心运而， 

完全取代 J 秦汉以米 一 盛行的云纹瓦当，从而成为代表时代新思潮的建筑 艺术符 ‘ 卜1益发 

达 ’’ 瓦 莲花纹⋯ 瓣莲花纹逐渐增JJIl为复瓣莲花纹，有学者认为 {复瓣莲花纹受到“北朝洛 

阳莲化纹瓦当模式”的影响 “ ，而北例“=『f=} 及北方地J 凡 风格与大同 冈石窟最流行的复瓣宝 

装莲化纹形状非常一敛” 当然，作为莲花纹瓦当的 案只是一种风}各上的南北差蚌， 是说 

莲花纹瓦当是从北孛)J传米的，“依据已有材料，大致可以认为，魏晋南北蝴时期，在佛教流仃背景下诞 

牛的I{】旧莲花纹瓦当体系曲‘先根植于南力‘地区 ”“~~jJL朝时期的莲化纹 瓦当⋯现，无论足南方还 

是北方郁是东亚各刚义化交流的结果。莲花纹瓦当如此，东晋南京地I)‘：⋯土的人面纹 ‘ 1亦足如 

此 、人面纹瓦当的造刈特 几乎都足 域人的特征， I1高鼻，颧骨突flI，胡须呈放射状，许有各种 

⋯的 情( 6) 这些 域人物纹 l= I，的 案 仪足中外文化 

交流的实物证据，也址『IJ外文化交流的物质载体。《南【史 ·郭祖深 

传》说：“时帝大弘释 ，将以易俗，故祖深犹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 

寺 余所，穷极宏 ，僧尼t余万，资产卞沃，所存郡县，不可胜 

言、道人义有l 徒，妮!J!IJ 畜养女，背小贳籍，天下户I IJL忘其半。 

而僧 多 法，养女 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于此 、” 这是上 

书朝殳￡认为僧尼太多为患，蠹俗伤法，仉从侧面反映南北朝时期两 

域佛教传布交流的概况， 杜牧所看到他所处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 
南朝寺庙，在他的诗哥欠 l，得到了描述：“【幸j 四百八十=导．多少楼台 图6 东晋·人面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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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中”。今天在南京地区的寺庙遗留下来的极少，然而从南京地区不同区域m土的瓦当中所显示 

的“人面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的图案，成为我们了解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显示了 

“地下”与“地上”相互可靠的印证。正是这些瓦当物质载体中的图案，承载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 

与寺庙建筑的信息。 

中国与西域的交流在唐代日益盛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卷十》“窦师纶条”中，提到了“陵阳 

公样”的图案样式。“陵阳公样”首先在益州流行，后又在长安范围盛行，最后成为流行全国的一种 

固定的图案样式。“从张彦远的描述中，我们也看到‘陵阳公样’图案样式主要有‘对雉、斗羊、翔风 、 

游麟’这四种主题图案，它是窦师纶吸收波斯萨珊王朝的‘连珠纹’图案与表现技法，结合本土传统 

的纹饰图案，创造的奇丽章彩的绫锦图案样式。”L ‘陵阳公样”图案的连珠纹设计形式，同样印证了 

中国古代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史实。 

三、图案是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特殊表现形式 

中同之所以是图案文化大国，在于中国传统造物器的形态中图案无处不在。从庙底沟到半坡彩 

陶，再到三代的青铜器至秦砖汉瓦，一直延续到明清大至建筑小到装饰物件等各种造物器上，都有图 

案纹样的呈现。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器物都将是冈案表现的物质载体。图案的表现不像绘画那样受 

到太多的物质载体的限制，小至人们生活中所用的器物，大至礼仪 、兵器与建筑等，都足可以作为图 

案纹样的物质载体，不同的物质载体及其用途不同也就有不同的图案纹样表现形式。从图案表现的 

型制上看，中国图案有立体型制(图案)与平面型制(图案)两种样式。从图案表现的内容看，大体也 

可以分为两类：人类早期的图案多与祭器为一体的图案，为祭祀所用，图案的功能大抵也是如此。再 

就是祥瑞内容，由祭祀、祈求转移为以祥瑞为主体文化内容的图案。下面我们从图案的型制和罔案 

的内容两个方面分述。 

前面举例的青铜器、玉器 、瓦当等器物上面的“饕餮纹”“夔纹⋯‘云纹”“莲花纹”“人面纹”等网 

案多是平面型制的图案样式，即使有用剔地方法处理的图案纹样也不属于浮雕，不能算足立体图案。 

平面图案的表现与运用范围很广，除了前面提到的远古玉器、彩陶、青铜器 、秦砖汉瓦等器物上的平 

面图案外，平面图案在汉代的画像石中也被广泛运用。西汉时期的画像石多是植物纹样，也有一些 

动物纹样，是典型的平面图案样式。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人物纹或人物图像成为主体，“图案”由单个 

向群体的叙事转移，很多由图案形式演变为“绘画”图式，但依然有各类动物纹样和植物纹样保持图 

案纹饰的基本功能。这些植物纹样一般位于作为主题叙事图像的画像石边沿位置，沿袭着图案的装 

饰功能。大量的动物纹样既有独立的“图像”含义，又有一定的装饰意义，如山东平度马戈庄 土的 

“三羊头”与“双虎”的图案，山东沂南汉墓 土的画像石“凤凰”图案等；I画像石的人物多是叙事性质 

的图像 ，当然在图式的构成上保留了一定的图案样式，如四川长宁县冉土的画像石“连理树下迎宾 

图”，山东临沂闩庄出土的画像石“童子骑麟图”“童子骑羊图”等，都属于平面图案表现的叙事图式。 

立体图案型制多在建筑与一些生活中的造型器上。人们常说的“雕梁画栋”就是建筑构建中立 

体图案和平面图案的全部内容或型制。我们常看到的建筑屋脊上的“脊兽”，按类别分为“跑兽”“垂 

兽”“仙人”及“鸱吻”。就“跑兽”而言，依次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行什。 

“脊兽”既有实用功能，同时又有标示等级以及装饰建筑屋脊的作用，脊兽的多少按级别而定，脊兽这 

些建筑构件本身也是采用立体图案方式表现的。再譬如建筑图的门窗也是用立体图案纹样进行设 

计的，通常是“网模样”的菱形的窗户造型。这种“网模样”菱形的立体图案实际就是“方胜”网模样。 

“方胜”作为吉祥文化图案纹样，源于西王母“蓬发戴胜”之“胜”，就中国图案文化而言，大体是表现 

祥瑞文化的图案。当然这里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与信仰。因此中国的图案不仅在载体上表 

现特殊，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也表现特殊，图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方胜立体 

图案在明清家具以及生活用具方面运用范围比较广，如生活用品中的奁盒、坐凳、门窗、提篮等以“方 

胜”造型，构成了方胜奁、方胜盒、方胜坐凳、方胜窗、方胜提篮、方胜结、方胜笔筒、方胜瓶 、方胜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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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图案”的型制样式 

《庄子 ·人世间》云：“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远古时代的巫师、巫术的占 卜，就是问凶 

吉。问凶吉需要一定的形式和借用法器。新石器H,t{-匕H{现的玉琮就是一种法器，巫师用它祭天地或 

交鬼神，而玉琮上就有“饕餮纹”图案，这一点前面已经作了探讨。即使远古时期带有“图腾”性质的 

造物器上的图案，也是以祥瑞为主旨的，前面提到的浙江余姚河姆渡 土的“双鸟朝阳”，它的主要含 

义与太阳有关，其他含义属于衍伸出来的。但作为象牙配饰的“双鸟朝阳”， 然超越了冈腾的性质 

功能，带有了祥瑞的文化功能，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钻有小孔也应属于配饰物品，可能一般是巫师才能 

佩戴作为祭祀辅助所片j，但同样具有祥瑞的文化功能，因为祭祀的终极目的就是求得祥瑞——图吉 

避祸。我们可以把“图吉避祸”这种现象看作是图腾或祭祀功能的转化或衍伸，或者是把祥瑞功能推 

到了前台。譬如方胜一类的型制器物，方胜的祥瑞寓意成了明喻，而西王母的神话成了隐喻。作为 

中团土生土长的“神”——西于母，她头上所佩戴的“胜”，因西干母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多种祥瑞的功 

能，如祈求鬼灵、长生不老、降临鸿运等功能，并有人胜、华胜 、玉胜、金胜、方胜等表现形式，尤其足中 

困民间凡事都要讨一个占利，以至于明清时期的建筑、家具、装饰物品等都有“胜”的图案． 也就是 

说，中国图案最大的特点就是寓意吉祥：图的就是吉祥止止。图案表现吉祥寓意的方式，在中国图案 

学中大致有这样几种方式，以谐音表示吉祥，用表号象征吉祥，用具体形象隐喻吉祥 。 

用“谐音”表示吉祥，多是从冈案所示谐音的语言角度表达吉祥寓意的。如我们常见的用“猫” 

和“蝴蝶”的图案，谐音“耄耋”之年，寓意长寿；j}j“蝙蝠”图案的形式，以“蝙蝠”的“蝠”谐音“福”，其 

寓意自然明了。用“象征”表示吉祥，一般指的是用具体图案的形象表示较为抽象的吉祥寓意。表面 

上看，用于某个具体的象征事物与被象征的寓意并没有本质关系，但通过人们的联想把二者联系起 

来表示吉祥。民间常用“多子多-f~J,”的吉祥语表示祝福，那么“石榴”便是一种“多子”的果实，于足石 

榴成了象征“多子多孙”的象征 、用“表号”表示吉祥，“表号不同于一般的符号，它既是某些复杂形 

象的简略化，也是一种具有特征性的代号。例如‘双喜“万( )字一方胜一八吉 八吉祥’等都有 

特定的吉祥内容。义如‘八fIli’本是八个潇洒的flIJ人，他们每人都有一件超群的法宝，将这八件法宝 

组合起来．仍能看jII是八仙的表号，称为‘暗八fIIJ’。” 中国民间把“福”置于首位，即福 、禄 、寿、喜、 

财、吉、和、安 、养、全 

《礼记》有日：“福者，百顺之名也。”韩非子云：“全寿富贵之谓 

福。”“福”作为吉祥之意的图案表达多种多样。我们常常看到民间 

图案中有“蝙蝠”的形象，这就是利用了谐音来表达“福”的愿望。 

《尚书 ·洪范》日：“五福，一日寿，二日富， 日康宁，四日攸好德，五 

日考终命。” 五福的观念深入人们的意识中，只有具备了“五福”的 

人生才是尽善尽美的。为此我们看到采用“五个蝙蝠”相向的图案设 

计，寓意《尚书》中所描述的“五福”观念。对于“福”的网案表达，要 

数江苏泰州“桥同”(“日涉园”)北门口照壁上作为镇同之宝的砖雕 

“福”字，被誉为“民间第一福”(罔7) 

该砖雕“福”字构思 与表现，匠心独运。整个“福”字的图案全部 
用中国传统民间吉祥图案组合而成，的确称得上“满满的福”。如 图7 

“福”字的“示”，南“三又戟”“拂尘”“朱雀”和“暗八fJJI”等图案组成；“ 叉戟”插在花瓶中，寓意平 

升l二级，官运亨通；“拂尘”寓意抛弃俗念，超脱尘世；“朱雀”寓意带来祥瑞。《符瑞志》云：“赤雀，周 

文王时衔丹书而至 ”《太平御览》卷九引《孙氏瑞应罔》云：“赤雀者，王者动作应天时，则衔书来。”义 

《春秋孑L演图》云：“鸟化为书，孑L子奉以告天。有赤雀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日：孔提命作应法。⋯占 

籍上所说的“赤雀”就是朱雀。“福”字右边由“八仙”“龟壳”“古钱”“寿桃”“爵”“荷花”“蝙蝠”“祥 

云”“石榴”“花瓶”图案等组合而成，寓意“吉祥如意”“长寿和美⋯‘多子多福”“平平安安”“和合美 

满”“五福临门”等。简 之，该“福”字概览了很多中国民间图案符号表达的吉祥寓意，而这里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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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每一个图案纹饰，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宋书》中有《符瑞志》 卷，记载的谶纬祥瑞种类 

繁多，并对“符瑞”的重大意义做了阐释。构成“民间第一福”的祥瑞图案都在《符瑞志》中有详述。 

除了我们提到的“赤雀”外，限于篇幅，我们仅再举一例。“民间第一福”中的“龟壳”，亦即用意在 

“龟”的隐喻。《符瑞志》云：“灵龟者，神龟也，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五色鲜明，j百岁 

游于蕖叶之上，j干岁常游于卷耳之上。知存亡，明于吉凶。禹卑宫室，灵龟见。”龟之所以被古人重 

视，其一基于长寿远远超过人类，其二因为龟壳用于占 卜，“知存亡，明于吉凶”。占 卜于龟文，“玄文 

交错”或“玄锦文运”，因而《符瑞志》有云：“玄龟书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洛出归书。”远古人 

也用龟壳刻字符 卜文，测凶吉，都与灵龟直接有关。把龟壳用在“福”字中，隐喻的正是《符瑞志》中 

所描述的灵龟含义。 

四、结 语 

中国传统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表述思想与观念，即“文以载道”。造物器的物质形 

态是艺术存在的一定方式，同时艺术表达的形式则多是文化的结果，或者说以艺术的形态赋予了文 

化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造物器是可以载道的，即“物以载道”。“物以载道”是中国造物器“载道” 

的～种特殊方式。它的意义与“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一样 ，所不同的是“载体”的区别。我们从中 

国传统文化决定图案样式和图案样式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两个方面探讨“物以载道”的问题，同时用具 

体的图案为例分析了图案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说，中国传统“物以载道”最有目的、意义、 

方式的形成，大概是从庙底沟彩陶盆I叶|现的图案为始端，考古学家认为庙底沟彩陶图案纹样显示了 

“华族”这个文化信息，这也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有图案纹饰的器物，中华造物与图案融为一体称 

为造物艺术。玉器、彩陶、青铜器、瓦当、漆器、建筑构件等都是造物艺术，无不包含了图案纹饰，这些 

图案纹饰与造物器型的功能共同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图案纹饰与造物艺术共为一体，独特地 

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图案纹饰本身的独立意义也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图 

案纹饰的表现形态，我们也可以说“‘纹 ’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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